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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 ----评干春松《制度儒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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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”的思想视域，而是“生活-存在”的思想视域：生活乃是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本身，而非任何存在者、包

括“生产力三要素”之类的存在者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生活”本身是“无”。所谓生活方式，只不过是生活衍流的一

种历时的显现样式，由此，所谓“解释”、所谓“历史”才是可能的。“制度化儒学的解体”的发生，乃渊源于现代

性的生活方式。干春松教授关于“制度化儒学的解体”的许多解释，实际上就是在论说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，在这个

层面上，我一向是以干春松教授为自己思想上的同道的，他对“制度儒学”的思考决不是原教旨主义的，尽管他并不

思“生活”、思“无”。  

  这种“生活-存在”的思想视域所揭示的是：生活的衍流显现为生活方式的转变，而使得儒学的形态发生历史的

转换，这不仅仅导致古代的“制度化儒学的解体”，同时可能导致现代、当代的更新一轮的“儒学的制度化”与“制

度的儒学化”的发生。事实上，新的“儒学的制度化”正在发生着，但这里的制度是现代性的制度，而非原教旨主义

者所崇奉的前现代的制度。那么，某种新的“制度的儒学化”的前景如何？  

               第三，制度的儒学化何以可能？  

    何谓“制度的儒学化”？干春松教授也给出了一个界定：“作者所谓制度的儒家化，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德政和王

道政治的追求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，儒家的经典部分地获得法律的地位，儒生不断地参与到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来，

从而使儒家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的法律体系中；另一方面，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干预儒家经典的解释，如《白虎通义》

等的出现，儒家开始为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。”[8]  

  在我看来，在干春松教授所提出的两个方面中，就第一个方面来看，其实“制度的儒家化”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

的提法，似乎现实的制度是被儒家的理念决定了的。而我怀疑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究竟真的曾经发生过没有。倒是第

二个方面可能更近于事实：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干预儒家经典的解释。然而这恰恰是“儒学的制度化”而不是“制度

的儒学化”，亦即：儒学“被制度化”，儒学的面目竟是被现实的制度、权力、政治需要等等描画出来的，尽管在这

个过程中不乏儒者的自觉顺应。而像第一个方面那样的理解，那是有一个前设观念的：儒学的政治理念乃是一成不变

的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：儒学的政治理念总是不断地、历史地变动着的。  

  

 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我严格地区分“儒家”与“儒学”。我不会说“儒家的制度化”、“制度化的儒家”，而只

会说“儒学的制度化”、“制度化的儒学”。这是因为：儒家没有新的，而儒学却是常新的。所谓“儒家没有新

的”，我的意思就是干春松教授所提到的我那句话“人天然是儒家”[9]；所谓“儒学是常新的”，我的意思是说儒

学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总是历史地变动的。譬如在“礼”、即社会规范建构这个问题上，就是孔子所说的“礼有损益”

的原则（《论语•为政》）[10]。因此，所谓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（《礼记•大学》），应该是就儒学、而非

儒家而言。  

  问题在于：儒学何以能够“日新”？其实上文已经说明了，这是因为：不论儒学本身，还是现实的制度本身，以

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。所谓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（《周易•革彖传》）就是说：

儒家因其儒学形态的常新而是“革命”的，其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儒家的儒学建构总是顺天应人的，即总是顺应于当下

的生活的。因此，借用汉儒“三易”的说法：如果说儒家是“不易”亦即不变的、而儒学总是“变易”的，那么，这



就是这么一个“简易”的道理 ----“生”的道理：“生生之谓易。”（《周易•系辞传》）儒家以常新的儒学形态而

生生不息，乃是因为生活本身生生不息。生活乃是一切的一切的大本大源、源头活水。  

  总之，唯其“日新”，儒家才能不断以某种特定的儒学形态而有效地切入当下的现实生活。只有在这种意义上，

在当今中国与当今世界，再次的“儒学的制度化”、“制度的儒学化”才是可能的。这或许就是干春松教授的新著所

给予我们的一点最重要的启示吧。  

 注释：  

[1] 干春松：《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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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参见干春松《制度儒学》陈来序。  

[6] 干春松：《制度儒学》，第335页。  

[7] 干春松：《制度儒学》，第4页。  

[8] 干春松：《制度儒学》，第4页。  

[9] 干春松：《制度儒学》，第335页。  

[10] 原文：“子张问：‘十世可知也？’子曰：‘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

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’” 

（原载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07年第3期）  

[第 1 页]   [第 2 页]    

[关闭窗口] 

版权所有：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©2003-2007 


